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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挖掘和整理了天津新学书院校园设计与建设的基本情况，以此为基础，比较和分析了其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两校的校园规划思想和建筑艺术特征。总结了

“牛桥”校园传统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对英国本土及部分海外国家及地区的大学校园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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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digging and combing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mpus planning and campus architecture of Tientsin Ang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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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英国伦敦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在中国创办了多所统称为“英华书院”的教会学校，天津新学书

院 (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 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所 1)。受

时任校长赫立德 (Samuel Lavington Hart) 的影响，新学书院的校

园设计参考了赫氏的母校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 的模式，建成了具有英国“牛桥”校园特征的“哥特方院”。

象征着学术权威的“牛桥”大学校园建筑形式在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早期对英语世界的大学校园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北美高

校中催生了“学院哥特”式校园建筑，并随着英美殖民者来华办学

而引入到部分中国近代大学的校园建设中，天津新学书院校园即属

其中之一。

1  天津新学书院建设始末

1.1  从养正书院到新学书院

天津新学书院的前身是天津养正书院 (Theological Institute in 
Tientsin)。该校由伦敦会传教士理一视 (Rev. Jonathan Lees) 于 1860
年代创办，原是一所培养神职人员的小规模圣经学校。伦敦会在当

时于天津老城西南郊外获得了英租界以北、法租界以西、沿海大道

( 即大沽路，Takou Road) 两侧的一些地皮。路东的地皮内陆续建有

教堂、医院等建筑，养正书院位于路西地皮内 ( 图 1)。19 世纪末以

前的在华教会学校，更多地作为传教活动的附属品而存在，小规模

的教学活动常常直接依附在教堂内展开。规模稍大而独立设置的学

校则常与教会的其他建筑 ( 如教堂、医院等 ) 彼此靠近地进行建造。

伦敦会养正书院的设置亦反映出该特征。养正书院与街对面的伦敦

会施医院 2) 和伦敦会大院合称“三位一体”[1]。

养正书院校园于 1896-1898 年间进行了一轮改造。此前于

1892 年来华、曾在武昌从事 3 年传教工作的伦敦会传教士赫立德

于同期来到天津，他个人出资了学校的改造费用 [2]，学校的英文名

称以其已故兄长之名命名为沃尔福德 · 赫立德纪念书院 (The Walford 
Hart Memorial College)。改造后的书院由圣经学校 (Theological 
Institute) 和男童寄宿学校 (Boy’s Boarding School) 两座相连的临街建

筑组成 ( 图 2、3)。

在经历庚子事变期间学校的短期停办后，伦敦会在重新改组学

校的过程中认可了赫立德的主张，将学校办学方向从圣经教育转向

基督教精神引导下的通识高等教育，以现有养正书院校产为基础创

建一所新学书院 [2]20，由赫立德出任校长。学校制定了进一步的扩

建计划 ：修复局部受损的旧有校舍作为学校东楼，并在学校地皮沿

南北两端各新建一座 3 层大楼 [1]478。学校于 1902 年伴随着北楼的

竣工而开学 3)，后于 1910 年底建成南楼，并在西面建设了占地一亩

的体育室。东、北、南 3 座楼的功能带有混合性。北楼和东楼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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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纳着有关教学功能的教室、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有关宗教集会功

能的大礼堂、小礼堂，但也有部分房间用作学生宿舍和食堂。南楼

主要是学生宿舍，但也设有部分实验室、图书室和实习车间。校园

东南首建有赫立德校长的专属住房。校园的主体建筑彼此连接为一

体，形成了独立的内向性封闭院落 ( 图 4，5)。

1.2  赫立德对校园建设的贡献

新学书院校园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伦敦会传教士贝里循

(Thomas Bryson)。他于 1870 年代来华，先后工作于上海和武昌，

1885年调至天津。他是伦敦会在华传教士中唯一受过建筑师训练的，

在庚子事变后负责了新学书院部分校舍的修复与重建工作，学校对

面的伦敦会小教堂亦由其设计 [3]。然而，史料中的种种迹象也表明，

新学书院校园在设计理念上更多是出自首任校长赫立德的想法。在

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初期，由于本土职业建筑师缺位、办学经费

筹措不易，在学校任职的西方教士有时会在其本职的教育工作之外

兼任部分的校舍设计工作 4)。伦敦会在天津办学时也面临相似处境，

而同期来津的赫立德也对校园建设展现了很高热情。

赫立德是通才型的高学历传教士，拥有很高的科学与艺术文化

素养。他拥有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文科学士 (B.A) 与文科硕士学

位 (M.A) 和伦敦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D.Sc)5)，来华前曾在剑桥大学

圣约翰学院任院士 (Fellow) 与物理学讲师 (Physics Lecturer)，对音乐

和建筑也有所涉猎 [4-5]。在接手天津的办学工作后，他自费资助了

早期校舍的改建费用，亲自设计校舍并绘制草图 6)[2]18，并在校舍落

成前差人制作了校园模型，在 1908 年分别展于校内举办的“东方

的伦敦”展览会和英国本土由英法两国合办的东方研究会，以进行

宣传和募捐 [6]。除了通过海外募捐与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部分退

款来募集建校资金，赫氏也赢得了如袁世凯、梁如浩、梁炎卿等部

分国内官僚富商的支持 7)[7]。

赫氏持续主持校务近 30 年，所有校舍工程均在其任期内完成。

兼具学校出资者、募资者、管理者、设计者等多重身份，他拥有更

1  1870 年的天津地图 , 圆点处为养正书院
2  19 世纪末改建后的养正书院
3  养正书院内图书室与博物院平面
4  1930 年代的新学书院校舍鸟瞰
5  1930 年代的新学书院校舍平面

多落实自己校园设计理念的机会。赫氏对学校的教育定位是“一所

提供高等教育的大学学院 (a general college for higher education)”。

校园设计参考了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该设想早在

1890 年代赫氏“期望 ( 扩建后的养正书院 ) 新校舍能再现其母校的

一些特征”[2]18 的时候已露端倪。在新学书院的后续落成校舍中也

能看到这一设计理念的延续。

2  天津新学书院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规划思想比较

2.1  内向性封闭方院式的校园格局

在新学书院的华北博物院内进门右侧的墙上，展有新学书院和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两校的照片 8)[8]。剑桥大学的诸学院校舍主要沿

着剑桥镇内的康河 (River Cam)、圣约翰街 (St John’s St)-特兰平顿

街 (Trumpington St)、圣麦格达伦街 (Magdalene St)-摄政街 (Regent 
St) 这 3 条南北向脉络排布生长，并与城镇建筑相互交织。赫氏就

读的圣约翰学院始建于 1510 年代。学院以原基地内遗留的圣约翰

医院及附属礼堂为北翼，建成主入口朝东、面向圣约翰街的封闭

方院 (First Court)，容纳着大堂 (Hall)、礼拜堂、院长住房 (Master’s 
Lodge)、图书馆、老师与学生的宿舍 (Chambers) 等功能 [9]。截至

17 世纪后半叶前，学院自东向西朝康河方向增建了第二院 (Second 
Court) 和第三院 (Third Court)，形成了东临圣约翰大街、西抵康河、

东西轴向的三进封闭方院 9)( 图 6)。20 世纪后，学院先于 1920 年代

向西跨过康河增建了朝南的新院 (New Court)，后于 1960 年代拆除

第一院的旧有北翼，在其原址向北平移的位置修建新礼拜堂，并扩

6  18 世纪初的剑桥圣约翰学院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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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第一院庭院的面阔。赫氏在圣约翰学院学习与工作时期，校园

基本维持在这一格局 10)( 图 7)。

剑桥圣约翰学院的这种以“内向性封闭方院”为单位逐渐生长

的模式，也是英国“牛桥”大学自 14 世纪起逐渐拥有自身专属建

筑后一直延续的模式。学术界一般认为，该模式由中世纪隐修院基

本模式衍生而来，综合考虑了维持宗教氛围、便于内部监管、防御

外界侵扰、保证土地建设利用率等各方面因素，是对当时团体生活

意识的建筑表达。历经数百年延续后，这种方院模式已成为英国大

学校园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 19 世纪后半叶乃至 20 世纪初时依然

受到很多英国校方与建筑师的认可。当时设计了多项“牛桥”大学

校舍项目的英国知名建筑师沃伦 (Edward Prioleau Warren) 曾坚称，

没人能找到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比方院式布局 (quadrangular plan) 更

适合于寄宿制大学的规划模式 [10]。对于曾在剑桥圣约翰学院学习和

工作长达 14 年之久的赫氏来说，这种封闭内向性方院式的校园空

间无疑是他所熟悉的。在最初的养正书院扩建时期，赫氏的初步想

法仅仅是“将圣经学堂和男童寄宿学校两座临街建筑连成一体，以

赋予校园一个体面的前脸 (a presentable front)，使学校看上去更具

竞争力”( 图 2)[2]20。但随着学校办学目标的转变，校园有了新的扩

建计划并最终建成了闭合的方院。可用地皮的局促面积与不规则边

界，以及逐笔募款与分期建造模式的不确定性，使最终的方院空间

更为灵活错动，庭院尺度也更趋紧凑 ( 图 8)。

天津新学书院大部分时期达到了 300~700 名学生的规模，原

有的 14.7 亩的校园占地已十分紧张。在 20 世纪之交英法租界的新

一轮扩张后，新学书院地皮已完全被纳入法租界内。地价攀升 11)[11]

和来自法国天主教的竞争导致沿周边扩充地皮变得十分困难。赫氏

在任时曾先后试图在更偏远的张贵庄、墙子河沿地区增购 1000 至

2000 亩新地用于扩建校舍，但未能实现 [12]。1937 年学校曾计划购

入学校北侧接壤的原北洋海军医院及医学校地皮来扩充校址 [13]，但

最终未果。此时赫氏已退休回国数年，学校也已专办中学，不再具

备继续生长出“第二院”“第三院”的机遇了。新学书院校园直至

被拆毁前始终维持在赫立德时期所奠定的单院结构。

方院式结构与小规模渐进式的学校发展模式更契合。过高地预

估学校发展进程而投入过量规模的建设，可能导致校园形态的失

控。1870 年代，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in Hartford) 校长杰克逊 (Reverend Abner Jackson) 曾专程赴英物色

建筑师，以期建成一所具有英国传统学院制特征的校园。被选中的

伦敦建筑师博格思 (William Burges) 给出了 4 个串连的封闭方院形态

的初始方案 ( 图 9)。该方案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结构相似，不

同之处在于前者为一次性的蓝图式规划。尽管校方预见到该方案已

超出了学校当时的实际需求，将方院缩减至 3 个，但在实际建设中

仅完成了 2 个相邻方院的一侧，形成了一个超长的单体建筑 [14]，与

最初的理想相去甚远。

2.2  寄宿制传统下的校长专属住房与学生住宿单元

新学书院校园东南角落开辟了一栋 2 层楼房作为校长赫立德的

住房。这种在校园内为校长开辟单独宽敞住所的做法，也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赫氏的母校所属的“牛桥”大学寄宿制学院的规划传统。

享有专属住房是“牛桥”学院院长的特权之一。1324 年建立的剑桥

迈克尔豪斯学堂 (Michaelhouse)12) 的章程中即规定，应将最重要的

房间分配给院长。建于 16 世纪初的剑桥基督学院 (Christ’s College)
的章程中也要求，院长应享有其专用住房。略晚于基督学院且与之

有着共同建立者的圣约翰学院也沿用了相似的做法。随着大学诸学

院逐渐形成基本固定的规划模式，院长住房也被公认为其中的一项

要素，需按照相应的比重给予分配。剑桥诸学院中最常见的布置方

式，是将院长住房与学院大堂 (Hall) 内餐桌末端的位置相接，成为

大堂的延续空间 [9]vol.3 334。在 1860 年代以前，圣约翰学院院长的空

间配置堪称奢华：占据着第一、二院相交一边靠北尽端的二层位置，

南侧紧邻学院大堂，东侧留有专用通道通向 ( 旧 ) 礼拜堂，西侧连

通第二院的方院北翼，并将整个北翼二层长达 187 英尺 ( 约 57m)
的空间纳为院长专用的多功能长厅 (Master’s Gallery)。第二院内院东

北顶角的位置设有一个带前厅的院长塔 (Master’s Tower) 作为院长住

房的专用楼梯间 ( 图 6，7)。在第一院格局于 1860 年代随新礼拜堂

建设而调整后，院长住房迁至第三院北部的一座独栋 2 层小楼，楼

7  19 世纪后半叶的剑桥圣约翰学院校舍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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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津新学
书院西南方向
鸟瞰
9  1870 年代
美 国 哈 特 福
德三一学院校
园方案

前享有专属的大花园 (Master’s Garden)，拥有可以欣赏学院图书馆、

康河、叹息桥的良好视野。类似的，在天津新学书院有限的地皮内，

校园东南首的赫立德校长住宅的南部也预留了不小的前院。校长住

宅西面有 2 层通廊连至学院南楼，住宅北面通向一座能俯瞰校园的

塔楼 ( 图 4)。

在学生宿舍的组织模式上，包括圣约翰学院在内的“牛桥”多

数传统学院多设置联排并置的数组宿舍单元，各单元内置专用楼梯

并独立入户 ( 图 7)。至 19 世纪后半叶，英国本土出现了用长走廊

取代楼梯单元来组织宿舍房间的尝试，应用到“牛桥”大学的某些

新建立的学院校舍中，如牛津基布尔学院 (Keble College) 的利登院

(Liddon Quad) 和剑桥纽汉姆学院 (Newnham College) 的纽汉姆学堂

(Newnham Hall)13)。前者的初衷是方便后勤管理者对宿舍人员实施监

管。后者是出于对这所女子学院的女生的关怀，使她们在相互往来

时不必暴露于户外。天津新学书院的南楼学生宿舍，以及近代时期

中国多数大学宿舍，均采用了这种改良后的“长走廊”模式。

3  天津新学书院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哥特建筑艺术

3.1  哥特教堂建筑语汇与都铎府邸建筑语汇的拼合

哥特建筑艺术与大学校园建筑的结合，自大学诞生之初就已经

开始了。12-13 世纪初以来陆续建立的“牛桥”大学诸学院，在数

百年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哥特四方院为特征的基本校园风貌。

截至 19 世纪末，剑桥圣约翰学院最新和最老校舍的年纪相差达

300 年 14)，其整体校园建筑风貌以 2 套哥特建筑形式语汇体系的拼

合为核心特征 ：一是以尖券窗洞与扶壁尖塔为特征的哥特教堂建筑

体系，主要见于礼拜堂、大堂、图书馆等大型室内公共空间，以及

新院回廊 (cloister)、叹息桥 (bridge of sighs) 等半室外公共空间。一

是以雉堞与角楼 (turret) 为特征的都铎府邸建筑体系，主要见于第一、

二院的门楼与新院主楼。这 2 套体系也为新学书院所借鉴。

前一套语汇主要集中在新学书院校园中 2 处服务于宗教活动的

空间：一处在校园东侧临街的、原圣经学堂建筑塔楼以南的小礼堂，

每周周日校外教徒和少数校内学生都会来此处作大礼拜。另一处在

北楼东翼的第二、三层通高的大礼堂，每天上午 10:00-11:00 点的

课间时段，全校师生来此作小礼拜。这 2 处礼堂的外立面综合运用

了尖券窗洞口、窗洞内细长比例的窗棂划分、花饰镂空窗格、向上

退叠的扶壁柱、突破檐口的小尖塔等哥特教堂建筑元素以昭示其空

间的宗教属性 ( 图 10a，10b)。这与校内其他世俗性常规房间在外

立面上开方形 ( 或拱券 ) 窗洞、无扶壁划分开间、顶层檐口用连续

雉堞的处理存在明显差异。小礼堂在 20 世纪初期做了扩建，在主

厅的进深方向增加了一跨开间，并在尽端两侧增加凸出的耳堂。扩

建后的耳堂与尽端半圆殿不开窗洞，仅在实墙上砌出装饰性的尖券

廊图案 ( 图 11)。

后一套语汇赋予整座校园以统一的形象。校园东北角的图书馆

所在的沿街门楼与校园北楼主塔的原型，明显地指向剑桥圣约翰学

院第一、二院的门楼与新院主楼 ( 图 2，12)。其基本形式是在方形

平面的 4 角 ( 或仅正面的 2 角 ) 各突出一个八边形角楼，角楼内的

旋转楼梯通往门房的各层，底层留出通道。雉堞角楼在立面上高出，

角楼之间的底层通道位置做占满整个开间的都铎券。这种都铎门楼

形制在 16 世纪流行于很多学院建筑和府邸建筑中，在剑桥的王后

学院 (Queen’s College)、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基督学院中均

有出现。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原型源自 13-14 世纪英格兰肯特郡坎

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大隐修院 (St Augustine’s Abbey，Canterbury，

Kent) 的门楼 [15]。在大门两侧设置一对距离很近的雉堞角楼组成门

楼的做法脱胎于中世纪城堡门楼，是城垣防御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

分，12 世纪中叶起开始出现在英格兰地区。随着战争方式进入热兵

10  a 圣约翰学院礼拜堂正厅外立面；b 天津新学书院小礼堂外立面
11  从内院看扩建后的小礼堂立面
12  剑桥圣约翰学院二院门

10a

11 12

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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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阶段以及城堡建筑的衰落，门楼的精神威吓意义已渐大于其实际

防御意义。其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标识性特征逐渐被人们所觉察，出

现在隐修院、学院、府邸大院建筑中的入口部分，并具有了对外彰

显财富与权威的内涵。圣约翰学院的新院 15) 主楼在借鉴都铎门楼形

制的基础上，加宽了角楼的间距比例，增设了居于中心的、有飞扶

壁拱卫的小穹顶式采光塔 (cupola)，并使之在立面上取代四隅的角

楼形成唯一制高点。新学书院北楼主塔继续套用了此形式 ( 图 13a、

13b)，并将中部的凸肚窗 (oriel window)、首层大门、顶层檐口的构

图关系由前者的“竖断横”改为“横断竖”，获得了更多的开窗面积。

中央制高点的采光塔用八角雉堞塔楼造型，与校园中其他几处雉堞

塔楼形成更统一的效果。

新学书院校舍的一些细部也能在剑桥圣约翰学院中找到原型。

例如窗洞挡水檐 (hoodmold) 处理与圣约翰学院第一、二院建筑中的

形式如出一辙。这种源于自罗马风时期的构造曾作为一种重要的装

饰要素，广泛地见于法、德、西班牙地区哥特建筑外立面的拱券上 [16]，

在剑桥大学的许多学院建筑中也很常见 [9]vol.3 554。

3.2  建筑形式语汇的合理性分析

细究新学书院建筑的形式语汇与其背后的功能和结构间的关

系，其合理性较剑桥圣约翰学院相比在许多地方仍显不足。以新学

书院东楼小礼堂和圣约翰学院礼拜堂正厅的立面设计为例 ( 图 10a，

10b)。后者底部矮墙与其上细长尖券窗洞的比例划分，是其内部宗

教性大空间的真实表达。而前者的内部实为上下 2 层隔开的空间，

礼堂仅占据二层的部分。为了使外立面的比例划分获得纵向的宗教

升腾感，首层房间的层高被牺牲。相应的，为满足首层房间的采光

需求，外立面“下实上虚”的升腾效果也被首层开启的窗洞所削弱。

另一处例子来自新学书院北楼和圣约翰学院新院 ( 图 13a，13b)。

后者的主楼与其两翼的内部空间并不连通，彼此间是被分户墙互相

隔开的独立单元，主楼单元仅需一个不大的前厅通往中心的纵向交

通核。而前者的主体部分与其两翼联通，其主体内需设置宽敞的中

厅作为每层的交通枢纽，以容纳从大礼堂和各层教室汇聚而来的师

生。对比二者，要实现外立面上高耸的中央塔楼造型，圣约翰学院

新院主楼的“实心”结构要比新学书院北楼主楼的“空心”结构更

显合理 ( 图 14)。尽管存在种种技术层面的合理性问题，但天津新学

书院仍旧凭借其哥特式的建筑造型成功地向外界宣示了自己的“剑

桥血统”。

4  19世纪晚期以来“牛桥”校园传统在英语世界大学校园建设中

的延续与扩散

4.1  对英国本土及英裔主体国家地区大学校园建设的影响

天津新学书院的校园建设折射出 19 世纪晚期以来许多出身英

语世界的学校管理者及建筑师在建设新大学时的一种倾向——通过

赋予新校园以英国“牛桥”大学中古老学院的某些特征来使自身获

得某种高贵血统与深厚文化底蕴。

在英国本土，尽管近现代大学内涵与职能上的转变使校园设计

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但“宁静的庭院”和“爬有常春藤的雉堞塔

楼”等传统要素依然受到很多建筑师与校方的认可。当时的英国知

名建筑师尚普尼 (Basil Champneys)、沃伦，剑桥大学凯斯学院 (Caius 
College) 财务主管洛克 (J. B. Lock) 均认为，“传统校园中的方院式空

间、入口门楼、大堂、教堂等内容是必不可少的”。时任英国建筑师

学会主席也认为传统校园模型依然是好的 [10]86。“牛桥”大学中的一

些新建学院，如牛津基布尔学院的利登院 (Liddon Quad，图 15) 和

剑桥塞尔温学院 (Selwyn College) 的旧院 (Old Court)，依旧在延续传

统的哥特方院模式。新兴工业城市的大学和数百所次级学校在整个 19
世纪后半叶也不断地重复着对“牛桥”大学传统校园的模仿 [10]88。当

曼彻斯特市政府委托沃特豪斯 (Alfred Waterhouse) 为本市设计欧文

斯学院 17)(Owens’ College) 时，后者首先想到的方案仍旧是一组方院

式的建筑群。校园沿牛津街一侧的建筑形式最终也如校方所想，“是

那种学院建筑中的早期的哥特风格 (Gothic of a collegiate and early 
type)”[10]87( 图 16)。有英国学者指出 ：在传统大学中，它们凭借进

一步宣扬自身身份特征和增强新老校园间的统一性来维护自己的既

有权威，而并未对校园形式进行外界所期望的实验性设计探索。在

新兴大学中，它们以损失功能正当性为代价，对传统校园形式进行

模仿，借此来争相让自己尽快获得受外界认可的大学地位 [10]90。

在英国文化根基较深厚的北美、大洋洲 18) 等地，当地高校也

纷纷尝试在其校园中引入“牛桥”大学传统校园的特征。在 19 世

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的美国，大学建筑设计与哥特复兴建筑艺术

相结合，广泛分布于美国以新英格兰地区和中北部地区为主的包

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建筑中，并逐渐弱化其宗教性而融合了很

多教育建筑设计的特点，得名“学院哥特”(Collegiate Gothic)[17]。

“学院哥特”校园建筑理念还与 20 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中抵制综

合性大学、复兴“牛桥”学院价值理想的思潮相契合，成为美国

校园学院精神的表达。追求亲密的师生关系、注重学生文化素质

与个性培养的学院制理想与小规模社区化的方院式校园空间，受

到当时部分美国教育家以及克拉姆 (Ralph Adams Cram)、克劳德

(Charles Zeller Klauder) 等建筑师的推崇。后者认为“牛桥”大学中

14  圣约翰学院新院主楼 ( 左 ) 与新学书院北楼 ( 右 ) 内部空间平面示意

13  a 圣约翰学院新院主塔外立面 ( 左 ) ；b 新学书院北楼主塔外立面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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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合的方院式结构能营造出分散式结构所没有的优美、安静的空间

环境，且这种对比在美国大学的宿舍建筑群中最为突显 [18]。1910
年代罗格斯 (James Gamble Rogers) 设计的耶鲁大学哈克尼斯方院

(Harkness Quadrangle) 即是一例 ( 图 17)。但更多情况下，美国的

学院哥特建筑不限于方院的形式。有的学院哥特建筑方院则更多地

成为了美国宏大蓝图式校园规划中草陌广场 (Mall) 和布扎轴线秩序

控制下的次级配角空间，如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 ( 图

18)、杜克大学等。1890-1910 年代，在受保守的学院传统教育理

念统治的普林斯顿大学，校方先后聘请了卡普和斯特沃森 (Cope & 
Stewardson)、克拉姆、克劳德等建筑师对校园进行了系列的改造和

扩建，将校园建筑统一为哥特风格。1902 年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代表性地道出了许多美国高校建设“学院

哥特”式校园建筑的深层诉求 ：“学院哥特式建筑的建造，让普林

斯顿从此公开宣示了它自身的学术根源与血统……仅凭在校园建筑

上引入牛津、剑桥的特征，就可以使普林斯顿的历史向前增加一千

年，将每个人的想象力导向最早的英语民族学习的传统”[19]。

15  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利登院 16  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牛津路沿街立面

4.2  对近代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影响

随着同期英美殖民者来华办学，英国的“牛桥”传统和美国的

“学院哥特”也被植入到部分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建设中。除了由英

国伦敦会和“剑桥人”赫立德创办的天津新学书院之外，由美国监

理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和美国南浸信会与北浸礼会创办的沪江大学也

均属代表案例。后者与美国弗吉尼亚州颇有渊源 19)，其校舍从材料、

色彩、形体组合、建筑元素与细部设计，都与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

里士满的里士满大学 (University of Richmond) 的早期校舍有着惊人

相似。但总体看来，“牛桥”传统与“学院哥特”对中国近代大学

校园建设的影响有限。除上述 3 校在校园的整体形式上采用了这种

带有英美正统学术权威象征意味的形式外，如之江大学、齐鲁大学、

圣约翰大学等其他部分的英美教会创办的大学，仅在校园中需要强

调宗教属性的礼拜堂建筑单体上保留了哥特建筑形式。另有部分大

学校园在某些特定建筑部分地吸取了哥特建筑元素或形体特征，如

国立山西大学工科大楼、国立东北大学图书馆、之江大学经济学馆、

通州潞河书院 20) 的部分校舍等。

5  结语

近代时期是中国大学的发轫期，建成了大量具有多元文化并置

与融合特征的大学校园建筑群体。在它们之中，天津新学书院的校

园规模不算宏大，设计师亦不算“职业”。但该校与英语世界最古

老大学之一的剑桥大学颇具渊源。主持校政长达 30 年的“剑桥人”

赫立德，凭借其决策者与设计者角色身份的重叠、对设计参照对象

的熟悉、对学校发展的苦心筹划和经营，保证了新学书院校园的设

计特色与建设质量，校舍本身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

价值。有关校园设计及建造过程中的诸多更深层面的细节亟待更进

一步的史料挖掘和分析厘清。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任何校

园遗产的物质实体终将消亡，但一座历史校园的社会文化价值不应

随其物质实体的消亡而消逝。实体今已无存的天津新学书院正是其

中的独特一员。

注释
1) 1919年前，学校仿英国大学学制开设大学课程，建成了涵盖预科、中学、大学教

育的高等学校。此后，伦敦会将学校大学部抽离，与美国的美以美会、公理会、

美北长老会合并组建燕京大学，学校原址改办中学。1929年，在北京教育部注册
并更名“新学中学”。1953年，更名“天津市第十七中学”。1960年，学校高中

17 耶 鲁大
学哈克尼斯
纪念方院
18 芝 加 哥
大 学 1898
年校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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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迁至贵州路原十二中学校址，更名“天津市第九十中学”。原址的十七中初中

部在文革时期改办天津市无线电半工半读中学，其后复校。原新学书院老校舍在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遭严重损害，于1980年代初拆除，在原址另建了新校舍。

2004-2005年，新校舍在大沽路扩建工程中被拆除。2009年，十七中并入天津市

第二十一中学。

2) 1920年代重建后称马大夫纪念医院。

3) 北楼的西翼部分在形式与层高上明显与其主体部分不同，疑似不在同期落成。

4) 如19世纪末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堂前身)和上海南洋公学(国立交通大

学上海学校前身)担任校长和院监的美以美会传教士兼教育家福开森(John Calv in 
Ferguson)，曾亲自设计了前者的钟楼和后者的上院、中院等校舍建筑。

5) 英国大学的学士学位(Bache lor’s Degree)分为荣誉资格(Honours，具体分为

1stClass、2ndClass Upper Division、2ndClass Lower Division、3rdClass4级)和普通资

格(Ordinary)2类。赫立德在剑桥的文科学士学位拥有自然科学专业(Natural Science 
Tripos)一等荣誉资格(1st Class in Honours)。他还被伦敦大学授予了物理学专业的大

学奖章(University Medal for Physics)。
6)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王晓静教授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中心(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档案馆中发现了赫立德本人在信件当中随手绘制的校舍建筑草图。

7) 袁世凯曾于1903年聘请赫立德为其长子的专门教师。新学书院主楼内的大礼堂命

名为“宫保堂”，并挂有袁世凯全身像。

8) 墙上共展有3幅照片：依次为新学书院校园、赫立德肖像、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9) 1520年代，第一院西南角位置增建了一个小的附属院落，主要用于厨房后勤功

能。该院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学院向西扩建第二院时拆除。

10) 今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第二院北侧的新的礼拜院(Chapel Court)建于1942年。

11) 1920-1930年代，法租界是天津各租界中地价最高的，其每亩平均估价12000
元，其他租界每亩平均估价为：英8000元；日10000元；意7000元。

12) 该学院是剑桥继彼得豪斯学堂(Peterhouse)之后建立的第2所寄宿制学校，1546年

与国王学堂(King’s Hall)合并组建为三一学院。

13) 前者建于1870年代，William Butterfield设计。后者建于1870-1910年代，Basil 
Champneys设计。

14) 建于16世纪的第一、二院整体保留着英国都铎时期宫殿府邸类的哥特建筑特征；

建于17世纪的第三院受英格兰本土文艺复兴思潮影响，混合了古典建筑特征；建

于19世纪前中叶的新院和第一院北翼的新礼拜堂采用了浪漫主义哥特复兴风格。

15) 建于1831年，Henry Hutchinson设计。

16) 包括国王学院、耶稣学院、基督学院、三一学院、王后学院、凯撒学院、莫德琳

学院的部分建筑窗洞。

17) 即后来的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旧院(Old Quad，1870
年代-1900年代)。

18) 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1850年代建造的主院(Main Quadrangle)。学校创办人温特

沃斯(William Wentworth)早年曾在剑桥大学的麦格达伦学院(Magdalene College)和
彼得豪斯学院学习。校园建筑师布莱克特(Edmund Blacket)直言其方案灵感来源于

“牛桥”中世纪方院，最终学校的主院仅建成东翼和大堂。

19) 沪江大学主要创办者之一的美国浸礼会的西差会位于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城。

沪江大学注册于弗吉尼亚州，1917年获得弗吉尼亚州政府许可颁发学士学位，许

多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友好人士对沪江大学校园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20) 1889年由美国公理会创办，设4年制大学与3年制中学课程，1912年更名为华北协

和大学。大学部于1919年迁出，与北京汇文大学合办燕京大学，原址改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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